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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公投对后穆巴拉克时代
埃及社会政治的影响*

余 建 华

摘 要：穆巴拉克政权的倒台开启了埃及政治重建进程。2012 年岁末围绕宪法公投

的政治危机乃是“一·二五”革命后，埃及社会政治力量格局演进的逻辑结果。伊斯

兰主义者、世俗自由派和军方是后穆巴拉克时代左右埃及社会进程的三大力量。宪法

危机的实质是未来埃及社会政治走向的大博弈，其背后是埃及宗教与世俗力量的对决

以及总统与司法部门的冲突。军方在埃及政治经济事务中的利益和影响盘根错节，其

在平衡宗教、世俗两派中努力保持“局势仲裁者”角色。在相当程度上，这场宪法公

投危机折射出埃及乃至整个中东变局曲折复杂的演进态势及其发展前景。穆尔西访华

有助于推动中埃战略合作关系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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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围绕新宪法草案的全民公投，埃及世俗自由派发起的

集会抗议浪潮在首都开罗等地波澜迭起，其对立方——支持穆尔西总统关

于宪法公投决定的伊斯兰主义者也同时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埃及社会

这波分庭抗礼的政治对决成为自穆巴拉克下台以来时间最长、范围最广、

影响最大的政治危机。在相当意义上，它不仅表现出后穆巴拉克时代世俗

与宗教两大力量剧烈对抗的埃及社会政治新生态，也折射出中东变局曲折

复杂的演进态势及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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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0 年 12 月中旬，由失业小贩自焚事件导致突尼斯爆发愈演愈烈的

反政府骚乱。随后这场突如其来的“茉莉花革命”迅速在北非和西亚地区

引发波及阿拉伯多国、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大动荡、大

危机。在埃及，持续 30 年的穆巴拉克时代
①
终结并未给埃及带来自由民主

与繁荣稳定。在军方掌控的过渡期内，埃及社会仍处于混乱之中，临时政

府频频更迭，抗议示威接二连三，虽然与埃及政治重建进程密切相关的宪

法修正案在 2011 年 3 月 19 日的全民公决中以 77.2%的支持率获得通过，

但军方承诺的半年内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日期多次被推迟。在民众催促军

方交权的社会躁动中，2011 年 11 月 28 日，埃及人民议会（议会下院）

选举终于拉开帷幕。到 2012 年 1 月，经过三个阶段投票后，声称“代表

全体埃及人民”的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旗下的“自由与

正义党”夺得魁首，获议会席位 47.2%，成为第一大党。另外一个保守的

伊斯兰主义萨拉菲派政党——“光明党”紧随其后，获议会席位 25.1%，

位列第二。而在随后于 2 月 28 日完成的埃及协商会议（议会上院）选举

中，“自由与正义党”和“光明党”同样名列前两位，分别获得 59%和 23.9%

的席位。
②

虽然组织完备的“穆兄会”在议会两院选举中大获全胜，其旗下的“自

由与正义党”主席穆罕默德·穆尔西也在 2012 年 6 月赢得后穆巴拉克时

代的首场总统选举。但穆尔西及“穆兄会”所要面对的却是一个各派利益

盘根错节、社会政治支离破碎的艰难磨合期。就在总统决胜轮投票前夕，

亲军方的埃及最高宪法法院就以《选举法》部分违宪为由，宣布解散“穆

兄会”占优势的人民议会，随后军方宣布收回立法权。

2012 年岁末的这次埃及社会动荡危机源于穆尔西于 11 月 22 日颁布

的宪法声明。该声明规定，总统有权任命总检察长，其发布的所有总统令、

宪法声明、法令及决定，在新宪法颁布和新议会选出前都是最终决定，任

何方面无权更改。反对派认为，该声明赋予总统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

① 1981 年 10 月埃及第三任总统安瓦尔·萨达特遇刺身亡后，时任副总统的胡斯尼·穆
巴拉克以 98%的选票继任总统，随后在 1987 年、1993 年、1999 年和 2005 年历次选

举中蝉联总统。

② “埃及公布上院选举最终结果 自由与正义党居首位”，

http://news.sohu.com/20120227/n33594218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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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西通过这一变相的“政变”成为“篡夺一切国家权力”的“新法老”，

埃及民众为此举行多次大规模抗议示威。2012 年 11 月 30 日，在自由派

和科普特人（埃及基督教徒）成员缺席的情况下，由“穆兄会”及伊斯兰

主义力量主导的制宪委员会以马拉松式投票，表决通过宪法草案。该宪法

草案的 234 条文分国家与社会、权利与自由、国家权力机构、独立机构和

监督机构、最终条款和过渡条款等 5 个章节，其中规定伊斯兰教法（沙里

亚）原则是国家立法的主要来源。这一表决加剧了反对派与穆尔西之间的

政治冲突。自由民主派人士指责该草案在允许穆斯林神职人员监督立法机

构的同时，没有充分保护言论自由以及妇女和少数族群权利，而且对其中

关于总统职权以及司法和立法权独立性等条款也提出强烈质疑。2012 年

12 月 1 日，穆尔西总统无视埃及社会上的众多指责和反对呼声，坚持认

为新宪法草案具有广泛代表性，“表达了革命的目标”，宣布将在本月

15日举行宪法公投。
①
这招致埃及反对派联盟组织民众举行抵制宪法公投

的和平抗争，而不甘示弱的穆尔西支持者也展开针锋相对的数万人大游

行。

虽然穆尔西应美国及军方要求，在 2012 年 12 月 8 日与埃及各政派就

危机举行对话后宣布取消 11 月 22 日的“扩权”声明，但仍坚持宪法公投

按期举行。实际上，穆尔西废除“扩权”的声明并无多大实质意义，因为

在宪法公投后，这一声明原本也会随之失效；穆尔西此举将民众压力这一

“皮球”踢到反对派一方，如若反对派继续抵制宪法公投，民众就有可能

认为此举阻挠新宪法出炉、阻碍埃及社会变革。由此，穆尔西取消“扩权”

的声明并非简单表面上迫于压力下的被动让步，实是以退为进的深谋图

略。穆尔西命令军队配合警察行动直到宪法草案公投结果出炉，同时为确

保有足数法官对公投进行依法监督，政府决定公投分 15 日和 22 日两天举

行。尽管反对派称公投中存在违规现象，但 12 月 25 日选举委员会主席确

认，饱受争议的埃及新宪法草案在全国 32.9%参与投票的选民公投中以

63.8％的赞成率获得通过。
②
几乎同时，埃及副总统马基宣布辞职。

埃及这场围绕宪法公投的社会冲突表面上是宪法之争，实质上却是世

俗自由派和宗教力量在后穆巴拉克时代国家未来社会政治走向问题上的

一次大博弈，即埃及将来是以伊斯兰宗教政治来治国理政，还是用体现埃

及多样性的世俗民主原则执政并通过立法改造国家。

① Heba Saleh,“Morsi Calls Referendum on Constitution,”Financial Times，December 1,
2012.
② 法新社开罗 2012 年 12 月 2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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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宪法危机的背后是埃及宗教力量与世俗力量的对决以及总统与司法

部门的冲突。在相当意义上，这场危机乃是“一·二五”革命后埃及社会

政治力量格局演进的逻辑结果。在后穆巴拉克时代，伊斯兰主义者、世俗

自由派、军方是左右埃及社会进程的三大主导力量。尽管在参与推翻穆巴

拉克政权的民众反政府浪潮中，冲锋在前的是那些要求民主变革、改善生

活境遇的热血青年，但他们组织性和社会根基决不如以“穆兄会”为代表

的伊斯兰主义者。

1928 年成立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是中东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伊

斯兰宗教政治组织。创建者哈桑·班纳在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穆罕默德·

阿布杜、拉希德·里达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影响下，认为只有回归传统、

恢复《古兰经》和“圣训”的至上权威，才能根治社会腐败。
①
1928 年 3

月，班纳在伊斯梅利亚建立青年俱乐部，受《古兰经》中“穆斯林皆兄弟”

箴言启示，将之命名为“穆斯林兄弟会”。 起初，“穆兄会”是一个非暴

力的宗教组织，在研讨和宣传伊斯兰教义的同时，组织民众互助、开展社

会慈善活动，很快吸引了一大批不满现状的中下层穆斯林,其队伍从 1938

年的 300 个支部发展到 1948 年的 2000 个支部。每个支部均有自己的活动

场所，包括一座清真寺、一所学校、一个俱乐部和一所手工作坊，成为一

个“五脏齐全”的多功能社会组织。到 20 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其成员在

埃及已达约 200 万人，在全国拥有 5000 余个分支组织，还建立秘密武装。

至此，“穆兄会”已明确提出自己的政治口号：“安拉是我们的目标，《古

兰经》是我们的宪法，使者是我们的领袖，圣战是我们的道路，为主道而

战是我们最崇高的愿望。”
②
作为“穆兄会”总训导师的班纳围绕建立以《古

兰经》、圣训为基础的纯洁伊斯兰国家的社会政治目标，对“穆兄会”展

开系统的组织体制建设，同时开始了针对国内反对力量和英国势力的一系

列政治暴力行动。当埃及当局试图歼灭“穆兄会”时，后者“已成为国家

① 朱威烈等：《中东反恐怖主义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 年版，第 49 页。

② 阿卜杜·哈里姆·基纳尼编：《宣教言论集：兄弟会的喉舌<宣教月刊>重要文章汇

编》，转引自杨灏城、许林根：《埃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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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内的准国家了，拥有武器、军队、工厂、公司、医院”
①
等。1948 年 12

月，政府首相诺格拉西因下令取缔”穆兄会”而被暗杀，1949 年 2 月，

班纳本人也被当局派人杀害。

1952 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在发动埃及“七月革命”时

虽得到“穆兄会”的积极配合，但在革命后因双方在政治目标上存在根本

分歧，“穆兄会”成为纳赛尔政权的主要反对派。1954年和1965年， “穆

兄会”两度因被控谋杀纳赛尔总统而遭到政府强力镇压，数千名成员入狱，

包括“穆兄会”著名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卜在內的多名重要人物被处死。

1970 年，萨达特继任埃及总统后，采取一系列鼓励和支持伊斯兰教发展

的措施。1971 年埃及修改宪法，明确规定伊斯兰教是国教，宣布伊斯兰

教法（沙里亚）是国家立法的主要渊源，逐步放松对“穆兄会”的管制。

萨达特这一“危险的平衡”政策，固然促使“穆兄会”不少成员立场日趋

温和，由暴力转向合法参政，但另一方面也纵容了宗教极端势力的肆意妄

为。“穆兄会”部分激进成员脱离组织，建立“伊斯兰解放党”、“伊斯兰

圣战组织”、“赎罪与迁徙”等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组织，主张以暴力推

翻世俗政权，致力于建立伊斯兰神权国家。当萨达特与美国、以色列达成

《戴维营和平协议》，并对国内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进行镇压后，伊斯兰

极端主义者展开疯狂的恐怖袭击，1981 年 10 月萨达特总统遇难。穆巴拉

克继任总统后，在铁拳镇压宗教极端分子的同时，对伊斯兰势力采取“恩

威并重、区别对待”的政策，吸收一批愿同政府合作的“穆兄会”成员参

政，推行政教分离政策。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虽然埃及伊斯兰原教旨

主义力量还很强大，但其中的温和派和激进派日益分道扬镳。尽管仍有一

批宗教极端主义者不放弃恐怖暴力手段，但温和派已在“穆兄会”内部占

明显主导力量，他们注重通过合法渠道竞选参政，以非暴力方式实现社会

伊斯兰化的目标。1984 年，“穆兄会”首次与“新华夫脱党”合作参加议

会选举，8 名“穆兄会”成员进入议会。九十年代“穆兄会”因涉嫌参与

暴力，再遭穆巴拉克政权打压，期间两次参选遇阻。跨入 21 世纪后，“穆

兄会”调整策略再次与政府修和，终在 2005 年议会选举中史无前例地一

举赢得 20%的议席，成为大选中最大的合法反对派。
②

长期受到政府打压的“穆兄会”并非“一·二五”革命的初始发动者，

① 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68 页。

② Kenneth M.Pollack,et al., The Arab Awakening: Americ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1,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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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成为这场革命的最大赢家。埃及变局爆发伊始，“穆兄会”虽是推翻穆

巴拉克运动中一支力量雄厚的强劲生力军，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其采取

“观望—跟随—参与”的策略路线。为避免民众抗议浪潮染上伊斯兰色彩、

而被当局以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藉口予以镇压，其宗教诉求并不明显。

2011 年 2 月 12 日，“穆兄会”在其网站中声称：“穆兄会”无意获取个体

利益，不会追逐权力；珍视国家安全和英勇的埃及军队，反对任何针对军

队的阴谋诡计；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重视每个公民无论其种族和宗教

均享有自由、公正、平等的权利。
①
“一·二五”革命为“穆兄会”实现

合法化和政党化铺平了道路。4 月 30 日，“穆兄会”宣布成立以追求民主、

维护民权为宗旨的全民党——“自由与正义党”，初始成员还包括 100 名

科普特人和 1000 名女性。“穆兄会”推举多名高级成员担任党的领导，其

中曾在美国留学、著名政治活动家、大学工科教授穆尔西出任党主席。这

是“穆兄会”自 1928 年创立以来首次自由组建合法政党，从而以合法政

党而不是非法组织或所谓独立候选人的身份来参与埃及政治格局的改变，

甚至主导这种改变。“自由与正义党”在“代表全体埃及人民”的旗帜下，

以其“宽容和节制”的伊斯兰宪政主义温和立场，牵头组建由左、中、右

各派政治力量组成的“民主联盟”，最后在上下两院议会选举中分别成功

拿下近 50%和 60％的席位，穆尔西本人也赢得埃及变局后的首次总统选

举。可见，穆巴拉克倒台后，“穆兄会”以得当的策略与掌控实权的军方

周旋，推动修宪，及时建党，敦促大选，将政局发展引向对自己有利的轨

道。

“穆兄会”的成功之处不仅是因为其在这场变局中政治上稳健务实的

伊斯兰宪政主义温和立场、行动策略上顺势而为的理性姿态以及近 20 年

来议会竞选的经验借鉴，还缘于其长期打造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尽管

“穆兄会”长期处于非法或半合法状态，却始终是埃及社会最具影响力的

群众性宗教政治组织。这与其创建者班纳给“穆兄会”使命的定位密切相

关，即“穆兄会”不仅“是赛莱菲耶（即萨拉菲）使命的继续”，同时“还

是一个政治组织，是一个体育团体，是一个学术机构，是一个经济工程，

是一种社会思想”
②
。创建 70 多年来，“穆兄会”在城市和农村构建了庞

大的网络，通过开办和经营医院、农场、银行、公司、学校和媒体，在社

① 马丽蓉：《埃及穆兄会》，载马晓霖主编：《阿拉伯剧变：西亚北非深层观察》，北

京：新华出版社，2012 年版，第 91 页。

② [巴基斯坦]德里布·希罗：《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阿文版），转引自蔡伟良：

《埃及与穆斯林兄弟会》，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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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福利、就业培训、金融服务、教育卫生等服务领域作用重大，掌控了为

数众多的慈善机构、志愿者团体、行业工会及伊斯兰投资公司，形成庞大

而完整的组织和服务体系，其财力雄厚，在基层群众和城市中产阶级，尤

其是医生、工程师和律师等职业团体中具有雄厚根基和巨大的社会影响

力。

另外一支支持穆尔西有组织的重要政治力量来自于伊斯兰主义的“光

明党”。该党属于保守的伊斯兰萨拉菲派。
①
在政治上，萨拉菲派主张以伊

斯兰教创立前三辈时代（公元 632～882 年）正宗的伊斯兰教义、教规作

为基本指南，以伊斯兰教法规范国家的政治架构和社会秩序。“光明党”

与七十年代兴起于亚历山大的“萨拉菲呼声”运动关系密切，后者最初是

由一批受到沙特萨拉菲派谢赫影响的亚历山大大学医学院学生发起，“光

明党”主席伊马德·加富尔就是其中一员。

在穆巴拉克时代，凡是观念和宗旨异己者，或是威胁到执政的“民族

民主党”的绝对统治地位的政治派别，无不遭到当局的镇压和打击。较萨

拉菲派温和的”穆兄会”尚且如此，观点更加保守的萨拉菲派则更无政治

地位可言。当时的萨拉菲派人士并无合法政治实体，比较有影响力的组织

唯有在宗教领域活动的“萨拉菲呼声运动”。直到“一·二五”革命推翻

穆巴拉克政权后，数个萨拉菲派别才开始申请成立政党，其中“光明党”

于 2011 年 6 月正式成立。在历史上，萨拉菲派一向被人们视作极端宗派

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化身，其中的极端团体，如“伊斯兰组织”主张通过

“圣战”建立伊斯兰政权，因参与 1981 年谋杀总统萨达特恐怖案而遭到

政府清洗。近年来，随着穆巴拉克政权对极端伊斯兰主义的打击，多数萨

拉菲派力量与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划清界限，政治主张明显转向温和，并

提出“文明和现代主义是我们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创造埃及更加美好的

明天”等宣传口号。“光明党”主席加富尔在接受《参考消息》记者专访

中声明，“我们所努力要建立的新国家是一个与众不同、以伊斯兰教法为

基准的现代伊斯兰国家，但所有人都不会被强迫做任何事。”
②
萨拉菲派

控制着埃及城乡近 5000 座清真寺和小型祈祷场所，在埃及这样一个文盲

率高、贫困人口比例大的国家，选民易受宗教情感影响。“光明党”所属

① “萨拉菲”(Salafi)一词在阿拉伯语里是“前辈”、“先人”之意。顾名思义，

萨拉菲派以追随祖辈遗训、回归纯正教义、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教诲行事

为信仰宗旨。

② 李来房：《专访埃及光明党主席伊马德·加富尔》，载《国际先驱导报》，2012 年 1
月 17 日；陈聪：《“萨拉菲派”走进埃及政治角斗场》，载《参考消息》，2012 年 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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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萨拉菲派利用宗教场所进行宣传，在低收入阶层和边缘化群体中获得了

很多支持者，其成员已超过 300 万，其中不乏造诣很深的宗教界名流以及

大学教授、中学老师等知识分子。在前执政党“民族民主党”因腐败等问

题丧失民心后，埃及民众把改变现状的希望寄托在与他们朝夕相处、热衷

基层福利事业、政治主张趋于温和的这些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身上，“光

明党”紧随“穆兄会”也一跃成为议会第二大党。

“光明党”主张政治改革为当务之急，议会选举后埃及应落实组建民

族联合政府——起草和颁行新宪法——实现安全和稳定的重建路线，而后

才是从事经济发展事业。与之相比，萨拉菲派虽然在埃及动荡与变革中崭

露头角，但由于其组织性不强、缺乏具有真正魅力的政治领袖和娴熟参政

经验以及颇具争议的社会立场，无论在政治实践还是政治地位上均无法与

“穆兄会”这一埃及伊斯兰主流势力相抗衡。

这些年来，“穆兄会”和“光明党”逐渐以温和政治路线取代激进暴

力手段，立足于通过合法途径实现政治参与，及时抓住中东变局的有利时

机，充分展现其引领埃及政治变革的意愿和能力。“穆兄会”为展示其温

和形象，以建立世俗而非宗教专制或军人政治国家为目标；“光明党”则

主张循序渐进地全面推行伊斯兰教法，但不会强制，也不会效仿伊朗或沙

特，而是追求一种独特的现代伊斯兰国家模式。鉴于这两个伊斯兰政党已

成功控制超过 70%的议会席位，它们已经成为埃及政坛不容低估的伊斯兰

主义政治力量。穆尔西通过宪法声明所保护的制宪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

也是来自这些伊斯兰主义力量。在这场公投危机前后，穆尔西之所以进退

自如，无疑是倚仗其背后的这些势力雄厚且意愿强烈的社会支持者。

三

对照上述力挺穆尔西的伊斯兰主义的强劲力量，当下埃及社会反对派

阵营则是派别林立、力量涣散，其力量除包括既为政府排挤和打压、又时

常遭受极端伊斯兰分子暴力攻击的科普特基督教徒
①
，以哈姆丁·萨巴赫

① 科普特人（Copts）是埃及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民族，约占埃及总人口的 7%～10%。

伊斯兰教产生之初，“科普特人”泛指所有埃及人，大多信奉基督教。公元 641 年阿拉

伯人征服埃及后，大部分科普特人开始改奉伊斯兰教。到 9 世纪末，穆斯林已在埃及

占据了多数地位。到 11 世纪阿拉伯语成为埃及人的通用语言，埃及穆斯林逐渐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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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社会影响日渐衰微的左翼政党之外，最主要的是以“全国拯救阵

线”为代表的世俗自由派。

2012 年 11 月 22 日，穆尔西总统发表宪法声明后，埃及国内众多反

对派力量组成抵制穆尔西这一“扩权”行为的政党联盟——“全国拯救阵

线”，包含“新华夫脱党”、“埃及社会民主党”、“宪法党”、“会议

党”、“民族进步统一党”、“尊严党”、“自由埃及党”、“民主阵线

党”、“社会主义人民联盟党”和“国家变革协会”等近 20 个主要政治

派别及团体。在随后穆尔西总统宣布举行宪法公投后，“全国拯救阵线”

又成为组织民众展开抵制公投而和平抗争的反对派联盟。
①
作为反对穆尔

西的世俗自由派统一战线，“全国拯救阵线”最主要的领袖人物是举世闻

名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

埃及政坛上具有国际声望的重量级政治活动家。2011 年，巴拉迪卸任国

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后，在“一·二五” 革命爆发的第三天返回国内，

发起推动埃及改革的政治运动，并成为宪法党主席和国家变革协会领导

人。但作为埃及民主改革倡议人士，巴拉迪长期生活在国外，在国内影响

力和社会根基远不及穆尔西；与巴拉迪相类似，埃及前外交部长、阿盟前

秘书长阿穆鲁·穆萨也是国际知名的资深外交家和加入“全国拯救阵线”

的会议党主席，但他与巴拉迪能否成为治国理政的内行，却在埃及国内颇

受质疑；穆萨和前埃及总理艾哈迈德·沙菲克一样，被视为穆巴拉克政权

的原班人马，难以取得埃及改革派民众的信任。

虽然世俗自由派代表人物穆萨、沙菲克等在 2012 年 5～6月总统竞选

中落败于穆尔西，但世俗自由派极其担忧“一·二五”革命后埃及民主政

治进程的转向，害怕“穆兄会”的“一党独大”和穆尔西成为穆巴拉克之

后的又一独裁专制的“新法老”，更要阻挡伊斯兰化方针主导未来埃及社

会政治走向。他们质疑制宪委员会及其通过的新宪法草案的合法性，指责

这样一份“带有浓重伊斯兰化色彩”的宪法草案将“捆绑埃及政治、社会

以及经济自由”，强烈反对为这份存在明显政治分歧的宪法草案匆忙设定

公投日期。吸取此前各派力量四分五裂、组织涣散的教训，世俗自由派在

巴拉迪等人的领导下结成政党联盟——“全国拯救阵线”，动员和组织全

社会反对力量进行和平抗争。当穆尔西迫于社会动荡局势灵活应变，宣布

废除 11 月 22 日“扩权”声明、与反对派举行对话后，“全国拯救阵线”

表示此前已将废除扩权声明、推迟宪法公投作为对话谈判的两大前提，认

为阿拉伯人，目前科普特人则仅指保留原有信仰的那部分人。参见李福泉：《埃及科

普特人问题探析》，载《世界民族》，2007 年第 5 期。

① Basil El-Dabh,“ National Rescue Front Condemns Referendum,” Daily News Egypt, 3
Decemb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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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穆尔西只是有限妥协、并非实质性让步，因此还是抵制 12 月 8日政府

举行的全国政治对话，继续升级民众抗议行动。随后见穆尔西拒绝进一步

让步，态度坚决而有条不紊地为如期举行公投周密部署时，世俗自由派也

意识到凭借一己之力恐怕难以抗衡穆尔西及其背后强大的伊斯兰主义力

量，便调整斗争策略，支持民众参加公投，但要求投反对票。

抵制穆尔西强势行为的反对派阵营还有一部分重要力量来自当今埃

及司法界。从 2012 年 6月遣散新选出的人民议会,威胁解散制宪委员会，

到 10 月联合抵制穆尔西越权解雇总检察长马哈茂德的决定，埃及司法界

力图向穆尔西及“穆兄会”显示，其利益不容被忽视和挑战。12 月 2 日,

埃及最高宪法法院原本要对新宪法草案的合法性及争议点作出裁决，但在

支持穆尔西的示威者包围最高宪法法院后，即宣布“无限期”暂停工作，

任由新宪法草案陷入合法性危机。而在全国拥有 20 多个地方分支、埃及

所有法官和检察官均参加的半官方的“法官俱乐部”也宣布多数法官拒绝

监督公投。表面上看，埃及司法界扛起捍卫司法独立、反对总统超越法律

权力的旗帜，主要是从“程序合法”诉求抗衡穆尔西，但其实际意图却是

为保护穆巴拉克时代的政权权贵免遭“清洗”和“反攻倒算”，何况司法

系统中有不少官员就属于从前政权获益甚多的既得利益集团和财富精英。

此外，必须看到，影响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社会、政治局势走向的一

大变数在于军方。在中东变局中已经或未来可能发生政权更迭的阿拉伯各

国，军队作为国家安全的中流砥柱，无疑是在关键时期起着关键作用的关

键因素。“一·二五”革命中，军方高层原本想保住穆巴拉克政权，但当

民众反政府浪潮汹涌澎湃、局势无法控制时，军方为避免自身分裂、国家

大乱，不得已半劝半推穆巴拉克辞职,而后以坦塔维为主席的武装部队最

高委员会接管国家政权。此后近一年里，坦塔维等军方掌权人物如履薄冰:

他们既要维护社会稳定、避免大规模动乱，又要应对示威民众尽快选举及

交权的改革要求，还遇到公审穆巴拉克的棘手难题。

埃及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军队的国家，现代中东严峻的安全环境令其国

防开支常年保持在较高水平，其武装力量规模在中东地区占第三位，在全

球也在第十位左右。2012 年 6 月穆尔西当选总统前后，军方更是经历了

与“穆兄会”你来我往的权力斗争。“一·二五” 革命后，强势崛起的“穆

兄会”及其特有的宗教背景，对埃及传统的军人统治集团构成前所未有的

巨大挑战。2012 年 6 月，眼见穆尔西即将当选总统，6月 14 日埃及最高

宪法法院作出裁决人民议会选举违宪无效后，军方不失时机地宣布解散议

会，并于 17 日发布宪法补充声明，将立法权和国家预算决定权移交给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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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还剥夺了新总统独自宣布发动战争的权力，几乎

掏空未来总统的所有大权。同月，穆尔西宣誓就职后宣布重启被军方解散

的、由“穆兄会”等宗教力量控制的人民议会，但 4 天后该总统令即被军

方操纵的最高宪法法院否决。而在 8月中旬，穆尔西又利用西奈遭袭事件

以及军方内部元老派与少壮派之间的矛盾，成功勒令坦塔维及武装部队总

参谋长阿南退休，并对大批高级将领进行撤换。

然而，穆尔西及“穆兄会”与军方的权力之争决不会就此结束。埃及

1952 年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七月革命”以来，从纳赛尔、萨达特到穆巴

拉克，始终是“穿着西装的将军”在把握国政。军方不仅在埃及政治中一

直占据核心地位，而且在国家经济中也拥有巨大利益。“除传统的兵工产

业外，从家禽饲养场到水务公司再到房地产项目，到处都有军方的身影。”
①
军方直接参与的经济活动已占埃及四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甚至有人

估计，军方高层掌握了埃及 45%的财富。
②
无疑，军队在埃及政治和经济

事务的利益和影响盘根错节。普通大学毕业生在军队中的收入要高于在地

方工作的两至三倍，军方将领更是早已成为埃及的特权阶层。一旦穆尔西

对旧体制的改革触犯武装部队的核心利益，军方自然会有所反制。在世俗

派与伊斯兰主义相持不下之际，12 月 8 日军方发出首份警告声明，强调

对话是解决宪法危机的唯一方法，绝不容许国家被带进社会动荡和分裂的

“黑暗隧道”。目前，埃及局势总体仍处军方可控范围之内，军方坚持无

意介入政坛混战的不干政立场，仅限于保障国家安全、维持社会秩序，继

续保持“局势仲裁者”角色，以平衡宗教、世俗两派之间的角力。但随着

事态的发展，军方是否会与世俗自由派一致对抗强势的穆尔西总统，还是

会出现如六七十年代土耳其那样的数番军人干政情形，殊难断言。

四

虽然这场宪法公投危机以穆尔西的险胜过关而告一段落。但公投

32.9%的投票率和 63.8％的赞成率表明，明确支持新宪法的只是整个埃及

五分之一的选民，新宪法的通过显然难以弥合社会力量深刻的政治分歧。

① 马晓霖主编：《阿拉伯剧变：西亚北非深层观察》，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 年版，

第 46 页。

② “埃及总统令军方最高首脑‘退休’”，

http://roll.sohu.com/20120814/n35061778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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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主义者与世俗自由民主派关于国家政治身份属性的斗争并未结束。

虽然“全国拯救阵线”关于公投存在舞弊现象的指责未能阻止这场公投的

合法性和新宪法生效，但世俗自由力量已借公投赚足人气，内部凝聚力有

所提升，为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打下一定的民意基础。在对反对派内部的

分化和暴露出的问题进行反思后，世俗自由力量宣布将汲取公投斗争中的

教训，致力于在“全国拯救阵线”的组织框架内组建单一政党，继续围绕

国家政治未来发展路线与穆尔西及“穆兄会”展开不屈不挠的抗争。

就“穆兄会”和穆尔西阵营而言，一方面，尽管公投前后，其声望已

低于 2012 年初的议会选举和年中的总统选举，但新宪法生效的公投结局

表明，它仍然拥有相对坚实的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正如舆论分析所指

出，从“穆兄会”在议会和总统大选获胜后的表现来看，由于长期扮演在

野的非法或合法的反对党角色，如今已成为掌控埃及政权第一大党仍缺乏

治政理国的实际经验。在平衡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结构、协调与军方关

系等方面还是过于草率，由此引发社会动荡与不满。世俗与宗教力量之间

的分歧与对抗已经显性化，并将直接影响穆尔西内政外交政策的执行力和

影响力。

其实，对总统穆尔西以及当下掌控国家权力的伊斯兰主义者来说，他

们所要面对的不仅是此起彼伏的社会动荡、纵横捭阖的政治角力和难以弥

合的社会分歧，而且要正视当下埃及财政捉襟见肘、投资减少、物价高企、

就业不振、民生凋敝等一连串令人堪忧的困难局面，这才是目前埃及最为

严峻而迫切的社会危机。由此观之，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政治重建和经

济振兴之路绝不平坦，结合其他已经或未来可能发生政权变革的阿拉伯国

家来说，实现符合国情的民主改革，有效改善民生的任务之艰巨，将使由

中东变局引发的整个社会转型进程曲折而漫长。

值得一提的是，埃及不仅是中东地区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发展中大

国，也是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阿拉伯和非洲国家，1956 年中埃建交开

启了源远流长的中阿合作新纪元。半个多世纪以来，埃及作为中国在阿拉

伯世界和非洲大陆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在发展中阿、中非友好关系中

的作用十分重要。在埃及发生剧变时，中国在埃企业没有一家离开，中方

还积极向埃及提供援助。当前埃及处于社会变革的重要阶段，中埃双方政

府也在积极探讨如何在新时期发展两国互利合作关系。穆尔西总统就任后

即把中国作为首批访问的国家之一，充分表明新时期埃方高度重视发展对

华关系的意愿。显然，发展是中埃两国迈向新时期的第一要务，中埃同为

发展中大国具有明显的经济互补性，两国不仅在发展路径和任务方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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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相似点，在经济模式和发展经验方面完全可以相互借鉴，未来两国经

贸合作具有巨大潜力和空间。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可以在工业、

农业、旅游、能源、科技、扶贫等领域为埃及提供急需的发展经验和资金

支持，帮助埃及政府实施“复兴计划”，缓解民生问题，促进社会稳定。

而作为众多中东、非洲国家的产业集散地，埃及也可以成为中国向中东和

非洲出口产品的龙头，促进中国与阿拉伯和非洲各国的经贸交流。穆尔西

总统的成功访华，昭示着中国与中东变局后的转型阿拉伯国家合作关系新

发展的广阔前景。中埃领导人已经确认，双方将秉承友好传统，加强全方

位合作，推动中埃战略合作关系迈上新台阶，谱写新时期中埃关系辉煌新

篇章。

Perspective on Egyptian Society and Politics of the
Post-Mubarak Era:An Approach of the 2012

Constitutional Referendum Crisis

YU Jianhua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the 2012 Constitutional crisis was the game relate
to the future of Egypt’s social and political direction, behind of which was the
duel conflict of religious and secular forces as well as the President and the
judiciary in Egypt. The Egyptian military played the role of “situation arbiter”
that keeping balance in the wrestling between religious and secular factions.
Mursi’s visit to China helps to promote Sino-Egyptian strategic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 to a new level.
Key Words Post-Mubarak Era; Egyptian Society and Politics; “The
Muslim Brotherhood”; Constitutional Referendum

（责任编辑：杨 阳）


